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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工业企业减排：“威逼”还是 “利诱”？

———基于两控区与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评估

涂正革，金　典，张文怡

摘　要：企业减排依靠行政命令 “威逼”还是市场机制 “利诱”，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基于１９９８

－２０１２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匹配数据库，考察了两控区政策与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高污染工业企

业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１）两控区政策并未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且经济增长也受到较大负面拖累。而

２００５年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后，两控区政策虽然产生了１４．９％的减排效应，但对企业经济质量损

害依旧较大。（２）２００７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效果显著，试点地区内高污染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

量降低了１１％，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内企业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且并未表现出经济效益受损迹象。

（３）尽管排污权交易制度尚未能弥补两控区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两类政策的叠加减排效应明显。总之，

高污染工业企业的减排不仅需要政府威逼产生的环境规制压力，更需要市场利诱吸引企业自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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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工业发展奠定了中国的强国之路，推动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２０２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超过１００
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人均ＧＤＰ也突破了一万美元的大关，正处于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预防 “高收入之墙”的关键时期。然而，在传统的能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由于煤炭的大量使
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造成了中国的非均衡式发展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据 《全球环境竞
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空气质量排名中常年位列倒数，尤其是２００６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
量为２５８８．８万吨，高居世界第一，其中８４％都来自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面对每况愈下的大气质
量，中国出台了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两控区政策这一类命令控制型工具是国家环境治理的中坚力
量，代表了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而后逐渐萌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这一类市场激励型工具，则
代表了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中国正在试图推进环境治理从行政管制到市场激励，进而迈向自
主自愿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之中，究竟是 “威逼型”，还是 “利诱型”环境规制政策
降低了高污染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是否付出了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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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排代价，有损于企业的经济绩效？政府 “威逼”和市场 “利诱”能否有机组合，产生环境和经
济的双重红利？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匹配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减排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两控区政策是中国重要的环境治理工具之一。在治污效果方面，虽然有研究认为两控区政策显
著增加了区内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１］，且在二氧化硫控制区内的减排效应更强，但过于严格的行政
管制导致污染企业转移，两控区外的排污量反而存在超额增长的情况［２］。在经济方面，研究发现两
控区政策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３］，且主要作用于东部地区与大规模城市，其政策效应还随着时间推
移而逐渐增强［４］。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不仅挤出了二氧化硫控制区内第二产业的就
业［５］，还降低了高排硫行业的出口强度［６］。虽然环境规制政策大多希望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
实现可持续性环境红利，然而，当面临过高的减排成本和研发成本时，企业并不能有效地将人力资
本转化为产出［７］。各地区的实际环境政策执行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只有在严格执行环境规制的地
区，两控区政策才能通过激励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经济绩效［８］。国家的官员考核机制同样会显著影
响地区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当考核内容侧重于经济增长时，往往存在竞相攀比以争夺资源的 “逐
底竞争”［９］，此类政府竞争并不利于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１０］；而当环境绩效被引入到官员考核标准
之后，两控区政策才真正开始发挥减排作用［１１］。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典型的市场激励型工具，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部分研究发现，

２００７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仅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果，还具有长期持续作用［１２］。除
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１３］，该试点政策还实现了提高就业水平和减少污染排放的双
重红利［１４］。从能源角度来看，该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单位产值能耗，提升了绿色全要
素能源效率［１５］，但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能源回弹效应差异导致了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减排效果
的差别［１６］。大数据的发展使得学者们开始聚焦于企业微观数据，部分研究利用上市企业数据，发
现该试点政策显著增加了试点地区内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１７］，同时还通过促进技
术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１３］。随着运筹学方法的推陈出新，许多研究
也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效率分析，发现若该项政策得以全面实施，具有巨大的环境和经济潜
力，能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１８］［１９］。
然而，仅有较少研究对比了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应。虽然 “建立市

场”的排污权交易制度比行政命令型手段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持续有效性［２０］，但市场型政策忽略了
隐含的管理成本、执行成本和监控成本，且存在 “道德挤出效应”［２１］。同时，法律条款的强效有
力、监测过程的严格精准、交易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贸易激励是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有效实施的必备
因素［２２］。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提高工业经济的 “量”与 “质”，
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却并未促进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２３］。还有研究从创新角度出发，发现市
场型工具能全面促进各类技术创新的增长，且主要作用于产能过剩型行业，命令型工具则对国有企
业节能减排型和高创新型发明专利具有明显效果［２４］。
总体而言，首先，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并不符合企业减排与交易的现实情

况，缺乏微观层面经验数据的支撑。其次，部分文献虽然使用了上市企业和工业企业等微观数据进
行研究，但由于缺乏企业污染信息，研究角度多集中于生产和创新角度，难以评估环境规制政策对
于企业的直接减排效应和内在影响机制。最后，两控区政策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不仅在政策设计上互
相交织，在实施地区和实施时间上也存在大量重合。已有文献大多从单项政策角度出发进行政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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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并未剔除其他并行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混杂影响，难以得到单项政策的真正净效应。
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作出如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从使用数据来

看，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得到一份涵盖企业经济与环境两方
面丰富信息的微观企业数据，并基于此数据进行研究，丰富了环境规制政策效应评估的微观证据。
第二，本文不仅厘清了两控区政策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净减排效应，还考察了两类政
策的叠加减排效应，探究了中国高污染工业企业的真正减排诱因。第三，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
下高污染工业企业减排的经济代价，为探究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的政策体系、摸索出适
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治理工具提供了经验证据。

三、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１．威逼型环境规制工具：两控区政策。为了缓解中国严重的酸雨污染问题，原国家环境保护
局先后颁布了三次有关文件，最初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对重点城市和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进行管控，而
后将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控制纳入国家 “十五”和 “十一五”规划之中。表１给出了两控区政策的
具体内容。两控区涵盖１７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地区，其中大多面临着经济发展快速但环境污染严重
的问题，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污染情况和控制目标又进一步划分出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

表１　 “威逼型”环境规制工具

两控区政策

政策文件 《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 “十五”计划》、《国家

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 “十一五”规划》

划分条件 以监测降雨ＰＨ值、硫沉降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划分出酸雨控制区；以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日平均浓度

和排放总量划分出二氧化硫控制区

划定范围 共１７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地区，占国土面积的１１．４％

控制目标 ２０００年：两控区内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污染源和空气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标准，缓解酸雨污染的恶

化趋势

２００５年：两控区内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１０５３．２万吨以内，与２０００年相比下降２０％；同时，８０％的

城市需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２０１０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较２００５年下降１０％

控制措施 两控区内限产关停煤层含硫份大于３％的矿井、配套煤炭洗选设施，限制城市燃料含硫量；禁止再新建燃

煤火电厂，实施火电厂的脱硫建设和能源转换，关停污染严重的小火电机组；对于化工、冶金、有色和

建材等非火电行业，加强从源头到尾端各个生产环节的污染治理，控制锅炉、工业炉窑和生活二氧化硫

的排放

保障措施 制度环境：建立目标责任制度，列入领导政绩考核内容，建立排污企业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定期检查并

向社会公布违规信息

监督环境：完善酸雨、二氧化硫和空气质量的监测网络，由环保部展开定期监测和不定期抽查，并发挥

公众舆论的监督力量

经济环境：向两控区倾斜财政拨款，加大二氧化硫排污收费力度，在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基础

上试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和促进国内脱硫环保产业发展等经济政策

控制情况 ２０００年两控区内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１３１６．４万吨，２００５年为１２９８万吨，并未达到预期目标，２０１０年全

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２１８５．１万吨。除北京、天津、重庆和贵州之外，其他省份均未完成 “十五”减排

目标，在更为严格的 “十一五”规划之下，仍有海南、西藏、青海和新疆未达到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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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部分酸雨污染严重地区并不具备相应的污染治理能力，因此并未将国家级贫困县纳入
两控区内。在两控区的控制目标上，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提出了分阶段要求，控制范围
也逐渐扩大①。其中，又于２００５年开始，在 “十一五”规划中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官
员晋升考核的评价指标，通过对政府官员施压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作为中国典型的行政命令型环
境规制手段，两控区政策在控制地区内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同时提供了制度环境、监督环
境和经济环境的保障。

整体而言，两控区政策在短期内较为有效，但并不具备长期持久性。１９９５年全国二氧化硫排
放总量为２３７０万吨，其中两控区内排放占比高达６０％，为１４００万吨。虽然２０００年降低至１９９５万
吨，但其中６６％仍来自于两控区。“十五”期间能源消耗骤增，２００５年两控区内未实现控制目标，

污染源的转移也导致两控区外二氧化硫排放增势迅猛，比区内高１０６万吨。全国２２．６％的城市空
气中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增加至２５４９万吨，直至２０１０年才再
度减少至２１８５．１万吨。从各省份的控制情况来看，整体实施效果也差强人意。

２．利诱型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摸索和
深化阶段。２００７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先后批复了１１个试点地区，排污权交易政策得以正式启
动，目前中国已有２８个省市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表２给出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具体实施细

表２　 “利诱型”环境规制工具

排污权交易制度

试点地区 ２００７年：江苏省、天津市、浙江省、河北省、山西省、重庆市、湖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湖

南省和河南省

初始排污权 分配流程：一类以湖北、河北、浙江和江苏等为代表，由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指导监督初始排污权的核

定和分配工作；另一类以湖南、山西和内蒙古等为代表，在工作流程中加入了申报环节

区域可分配总量：五年规划期末总量控制目标减去政府预留储备量以及其他应扣除的排污总量

核定办法：对于钢铁、水泥、造纸等行业采用排放绩效方法予以核定，其他行业则根据不同标准下的

最小值作为初始排污权

不予核定情况：通过减产、临时停产、部分时段使用清洁能源、因国家标准更新进行提标改造和其他

无法长期稳定降低排污量的方式来降低排污量的情况

交易范围 大部分试点地区均面向工业行业交易二氧化硫等污染物

交易价格 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交易基价要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交易市场 江苏、天津、内蒙古、陕西、河北和河南仅设立了政府拍卖 （出让）初始排污权的一级市场，浙江、

湖北、湖南、山西和重庆进一步构建了企业间相互交易的二级市场

有效期限 各试点地区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和排污权有效期均为５年，拥有二级市场的地区限定了闲置排污权储

备期为２或３年，超过该规定期限后相关部门将其收回

交易情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国一级市场征收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达１１７．７亿元，二级市场交易金额共７２．３亿元。

其中，２０１８年湖北环境资源交易中心一级市场内共开展８２次排污权交易，二氧化硫总成交量为

７７２９．０３吨，占全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８．４７％

制度发展 下调排污权交易手续费、开发排污权抵质押融资制度、基本账号制度和刷卡排污制度、创建 “排污权

交易指数”等创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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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见试点地区内初始排污权的分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特别地，河北和内蒙古重点指出了不予
核定出让排污权的特殊情况，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初始排污权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１１个
试点地区的主要交易行业和交易标的均为工业行业和二氧化硫，但交易基价却不尽相同，例如山西省
和湖南省的二氧化硫交易价格分别为１８０００元／吨和１５０００元／吨，远高于江苏省的２２４０元／吨和浙江
省的１０００元／吨。在交易市场设置上，由于一级市场的行政干预色彩十分浓厚，部分地区构建了二级
市场，同时设置了闲置排污权的储备期，使得企业参与更为活跃，有助于企业从 “要我减排”转向
“我要减排”。为了吸引更多企业自主自愿参与交易，２０１７年山西省将排污权交易手续费下调６０％，
仅征收１％ （单笔交易金额５００万元以上）和２％ （５００万元及以下）的交易手续费，当年二氧化硫交
易量高达１５２３９吨，占全省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７．８７％，约为２０１５年的四倍 （２．１４％）。浙江省生
态环境厅更是于２０１８年结合排污权交易量、交易价格和交易活跃度，首次创建了 “浙江省排污权交
易指数”，为排污权交易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佐证。

３．两类政策的关系。环境治理模式本质上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息息相关，是国家治理逻辑的一
个重要侧面。中国的环境规制存在着典型的历史遗留 “体制烙印”，政府这只 “有形的手”在环境
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严厉的环境管制措施往往带着浓厚的对抗性色彩，松动了政企之
间的信任关系。不仅如此，硬性环境规制和重罚主义路径使得企业缺乏自我激励和主动性，在惰性
思维下容易滋生出 “挤牙膏式”治理、敷衍性治理和选择性治理等问题，因此，环境治理过程中可
能出现 “政府失灵”的情况。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柔软化趋势，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政策，
如排污权交易制度开始萌芽，市场这只 “无形的手”正在逐渐发挥作用。此项制度通过赋予经济主
体在政府限额内向外排出污染物的合法权利，使得经济主体可以根据自身诉求，在排污权交易市场
上售出多余的排污权或购买额外的排污权，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其最终目
的，是希望通过市场交易的经济手段，对企业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其内化生态环境成本，以解决环
境经济矛盾中的 “市场失灵”问题。

图１　两控区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

虽然两控区政策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代

表了两类典型的环境治理力量，但二者在
政策设计中却密不可分。如图１所示，在实
施地区上，两控区和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
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合地区。两控区不仅
在二氧化硫总量控制上富有经验，而且还
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

场环境、先进的脱硫技术保障和准确的环
境监测系统。除此之外，两控区在 “十五”
规划中开始鼓励各地区试行排污权交易，
在 “十一五”规划中更是预留了４７．７万吨
的二氧化硫储备量，用于二氧化硫排污权
有偿分配和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于排污权交易制度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买卖双方在交
易时的交易成本并不为零。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不同的初始
排污权分配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初始排污权分配是影响交易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在实际中，各地区的二氧化硫初始可分配总量取决于地方人大批准的五年规划和地方政府制定
的年度计划，即由政府分配各污染主体的初始排污权。总之，不能单纯地使用模式替代来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而应选择最为有效的政策组合，使得政府与市场两方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中国环境治理
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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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首先，为了考察两控区政策的减排效应，图２绘制了两类地区内制造业企业的历年二氧化硫排

放均值变化趋势。可见自１９９８年首次提出两控区政策之后，两控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
量骤降，短期内具有立竿见影的减排效果。在 “十五”规划期间，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整
体呈上升趋势，直至２００５年达到峰值，其中，两控区内企业排污量增速明显低于非两控区。“十一
五”规划中将环境绩效纳入官员考核标准之中，实施了严格的 “一票否决”目标责任制度，迫使地
方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压力，因此，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又开始整体下降。同时，“十一五”
规划中两控区内城市的平均目标减排率远高于非两控区，图２也显示出２００５年之后两控区内制造
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均值始终低于非两控区。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看，两控区政策在制造业企业
二氧化硫减排方面具有较强的作用。

图２　两控区与非两控区内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虽然两控区政策意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对二氧化硫污染进行管控，但在激烈的

ＧＤＰ晋升锦标赛中，各地区政府官员对于两控区政策的执行程度并不一致。政策执行偏差是影响
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只有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程度才能激励企业产生 “创新补偿效应”，
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双赢。若政策实施并不完全，环境规制程度较为松懈，则会出现企业消极应对、
敷衍治理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技术创新，反而会造成规制失灵和环境恶化的问题。而过度严苛的
环境管制则会导致企业无法负担高额的减排成本，打击企业治污积极性，有损经济健康发展。同
时，企业决策者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政府主导的两控区政策在减排技术的
选择上具有 “一刀切”特征，导致了强制安装的脱硫设备与现有燃煤资质不符、高价购入的ＦＧＤ
装置大多闲置、减排成本远高于采用低硫煤或购入排污权等诸多资源错配现象。因此，政策执行偏
差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使得两控区政策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两控区政策具有较强的减排效应，但其 “一刀切”特征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其次，从政策实施背景来看，较低的环境规制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都是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

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环境规制程度虽然日趋严格，但在全球范围内依旧排名靠后。《２００５
年环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排在１１５位 （共１４６个国家），仅为－
０．５８。虽然自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改革重点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忽略了生态环境方面。从历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看，仅江
苏、浙江和天津三个试点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山西和内蒙古地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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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依旧维持在远低于全国平均市场化指数的较低水平。由于微观企业数据库的样本期范围限
制，为了观察２００７年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政策的长期减排效应，图３根据地级市数据绘制了排污
权交易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内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

２００７年之前，试点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始终高于非试点地区，而在２００７年当年就降低至
非试点地区水平，此后持续保持。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变化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二者结合表明该试点
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应。

图３　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不同于两控区内的限产关停等强制性管制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更为灵
活。由于治污效率的不同，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出现了排污权供应方和需求方，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效
主体可以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出售剩余排污权以增加收益，而技术落后的低效主体则可以购入额外
排污权以保证正常生产，缓解利润损失。总之，当污染企业面临巨大的环境规制压力时，排污权交
易制度为高效率主体提供了获取额外利益的机会，为低效率主体提供了生产保障，缓解了高昂减排
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较弱的减排效应，但其 “利诱性”使得企业经济效益受损较小。
为了探究政府 “威逼”和市场 “利诱”在减排方面的净效应和组合效应，本文根据地级市数据，

绘制了两种政策组合下四类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均值和排放强度变化情况 （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两类政策的组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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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仅政策重叠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在２００７年之后大幅降低。具体而言，与２００６年相
比，２００９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１８．２２％，超出其他地区８个百分点。政策重叠地区的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在２００７年之前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地区，在２００７年之后则逐渐降低至其他地区水平。若
单独实施两控区政策或排污权交易制度，二氧化硫排放水平仅发生小幅度下降，并未和不实施两类
政策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变化产生差异。由前文所述，两控区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可能损害较
大，而排污权交易制度在理论上保障了企业经济利益。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３：两控区政策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结合能产生更大的减排合力，同时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负
面影响较小。

四、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由国家统计局建立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库，主要

包含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信息等丰富的企业经济绩效相关信息，但由于缺乏企业污染排放、能
源消耗、治污设备的相关指标，因此难以直接运用于微观企业在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减排行为分析。

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来源于中国环境环保部的污染企业环境年度调查，弥补了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缺乏环境信息的问题，涵盖了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信息、能源消耗信息和其他环境信
息。故本文首先将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 《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一份包
含经济与环境信息的非平衡企业面板数据，并基于此数据进行研究。

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交易行业范围限制，且集中缺失２００６年以后电力行业的相关数据，故
本文中的制造业不包括电力部门、采矿业和采掘业。在变量处理上，剔除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
总产值、资产总计、劳动力和开业年份缺失、为零或异常，以及劳动力小于８人的企业［２５］。其他
城市级数据来自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根据企业行政区划代码将城市级数据与企业级数据进
行合并，最终得到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间２８６个地级市的企业年度数据。同时，本文对所使用的变量在
左右１％分位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
首先，为了检验１９９８年首次实施的两控区政策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

本文构建基准模型 （１）［２６］［２７］：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β０＋β１ＴＣＺｈ＋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ｌｎＳｃｈｊｉｔ为位于ｃ省份ｈ城市内ｊ行业的公司ｉ在ｔ时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对数
值。当检验两控区政策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时，将其分别替换为企业工业总产值对数值ｌｎＹｃｈｊｉｔ和
利润总额对数值ｌｎＴＰｃｈｊｉｔ。ＴＣＺｈ 为两控区虚拟变量，若该城市为两控区政策实施地区，则等于１，
否则为０。Ｚｈｔ是城市级控制变量：城市生活水平。Ｘｉｔ是企业级控制变量：企业规模。除此之外还
控制了四位数行业的时间趋势、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且将随机扰动项聚类到城市层级。

本文最感兴趣的核心解释变量是ＴＣＺｈ，当回归系数β１ 显著为负时，表明１９９８年的两控区政策显
著降低了两控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

“十一五”规划中对官员考核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纳入官员绩效考核标
准，实行强硬的问责制度和 “一票否决”制度，未达标地区的政府官员将受到行政处罚或免职。因
此，地方官员出于对自身仕途的考虑，更加重视环境污染治理问题［２８］［２９］［３０］。Ｃｈｅｎ等［１１］也表明

１９９８年两控区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暂时性，仅当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调整之后，两控区政策的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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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才再次得以激活。因此，本文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引入时间虚拟变量Ｄ２００５ｔ，构建双重差分
模型 （２），考察两控区与非两控区内企业在２００５年前后的差异。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β０＋β１ＴＣＺｈ×Ｄ２００５ｔ＋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２）

然后，为了识别２００７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影响，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３）。其中，ＥＴＳｃ是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虚拟变量，若该省市为二
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则等于１，否则为０。Ｄ２００７ｔ 是一个时间虚拟变量，若在２００７年及
以后则等于１，否则为０。为了排除其他环境规制因素的干扰，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政府环境规制
程度，其余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与模型 （１）、（２）相同，但将随机扰动项聚类到省份层级。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β０＋β１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３）

最后，为了厘清 “威逼型”两控区政策和 “利诱型”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净效应和组合效
应，本文构建模型 （４）。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β０＋β１ＴＣＺｈ＋β２ＥＴＳｃ＋β３ＴＣＺｈ×ＥＴＳｃ＋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４）

在模型 （４）中，β１ 代表在非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内，两控区和非两控区内企业在二氧化硫排
放量、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上的差异；β２ 代表在非两控区内，排污权交易试点区和非排污权交易
试点区之间企业的差异；β３ 即为两类政策的组合效应。同时，考虑到非两控区内的政府环境规制因
素，还以各地级市的政府环境规制程度作为ＴＣＺｈ 的连续型代理变量，考察更为广义的政府行政管
制与企业排污行为的关系，以得到每单位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于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具体
影响。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β０＋β１ＴＣＺｈ＋β２ＥＴＳｃ＋β３ＴＣＺｈ×ＥＴＳｃ＋β４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β５ＴＣＺｈ×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５）

模型 （５）中考虑到时间因素，加入了交互项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和ＴＣＺｈ×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估计
系数β４ 和β５ 分别表示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和政策叠加地区内企业的环境和
经济绩效在２００７年前后的变化。当被解释变量为ｌｎＳｃｈｊｉｔ时，若β５ 显著为负，说明 “威逼型”和
“利诱型”环境规制工具能产生叠加减排效应，共同促进中国制造业的高污染企业减排。

（三）变量界定
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千克）、工业总产值 （千元）和利

润总额 （千元）。在城市级控制变量上，由于高生活水平地区内居民对于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较低，

企业面临的环保压力也相应更大，因此以人均ＧＤＰ （元／人）来代表地区生活水平。在企业级控制
变量上，由环境技术模型中的零结合公理表明，有好产出就一定有坏产出，联合弱可处置性公理也
表示好坏产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具有同比例增减特性［３１］，因此，本文以企业资产总计 （千元）

来代表企业规模。在环境规制程度的指标构造上，以往文献大多单方面使用环境治理投资或排污费
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为了得到一个能全面反映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地级市政府环境规制
指标，本文收集并计算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７个省份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的词频总占
比①。同时，由于不同地级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异质性，本文将省级环保词频与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的地级市重工业从业人员比例进行交乘，最终得到地级市的政府环境规
制强度指标ＥＲ［２９］［３２］。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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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文件可得性和环境词汇限制，２７个省份中不包括西藏、四川、宁夏和新疆，具体环境相关词汇为 “减排、

污染、环保、环境、生态、绿水、绿色、能源、能耗、青山”。



表３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指标含义 观察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 二氧化硫排放量 （千克） ３６２５０７　 １３９７８７．４　 ３６９８９８０　 ０．０１　 ２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Ｙ 工业总产值 （千元） ３３１９７４　 ２４８３８１　 １６１６８４７　 ０．４７　 １４３７０４０００
ＴＰ 利润总额 （千元） ２４２３０３　 １４２９５．８４　 １６７２２７．８ －１３８４５８７９　 １９９７９０４０
Ｋ 资产总计 （千元） ３６２５０７　 ２９０８７６　 ２０１９２４４　 １　 ２２３４１３４７２
Ｇｄｐｐ 人均ＧＤＰ （元／人） ４２９０　 ２０４１２．０７　 ２３８５３．８５　 １５１９．１４　 １４４７３０．９
ＥＲ 环境规制强度 （％） ２２８０　 ２．７１　 １．６８　 ０．４２　 ７．５０

　　注：其中，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Ｓ和企业资产总计Ｋ 变量的样本期范围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由于数据质量问题，企

业工业总产值Ｙ 和利润总额ＴＰ 变量的样本期不包括２０１０年。在控制变量中，Ｇｄｐｐ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２８６个地级市的

人均ＧＤＰ数据，ＥＲ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２７个省份的地级市数据。

五、实证分析

本节分别检验了两控区政策和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在环境和经济两方面的影

响，以回应前文的疑问及假设。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对１９９８年两控区政策和２００５年官员考核体系变
化后两控区政策的效应检验；第二部分为对２００７年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效应检验；第
三部分检验了行政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净效应和组合效应，并对减排方式进行了分
析，以探究适宜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环境规制政策组合。

（一）两控区政策
表４为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第１－４列给出了１９９８年两控区政策首次实施后，

两控区与非两控区内企业在环境与经济两方面的差异。整体而言，１９９８年之后两控区内制造业企
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虽然降低了１０．３％，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样的，该政策总体上也并未对
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即未能促进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两控区政策虽然在经济质量方面并未损害企业的利润总额，但在经济总量方面使得企业工业总产值
显著降低了７．２５％，即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作为减排代价，并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表４　两控区政策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ＣＺｈ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７５９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１８） （０．１４８）

ＴＣＺｈ×Ｄ２００５ｔ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６＊＊＊ ０．０１４９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９９）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６３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７．９５１＊＊＊ ３．４２０＊＊＊ ４．３４０＊＊＊ －２．３０６＊＊ ８．１３６＊＊＊ ３．６４３＊＊＊ ４．２８１＊＊＊ －２．１８１＊＊

（０．９１２） （０．９０７） （０．３８８） （１．０２１） （０．９３２） （０．９１２） （０．３８５） （１．０４０）

观测值 ３６２５０７　 ３３１９７４　 ３３１９７４　 ２４２３０３　 ３６２５０７　 ３３１９７４　 ３３１９７４　 ２４２３０３

Ｒ２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７　 ０．９３６　 ０．８２４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７　 ０．９３６　 ０．８２４

　　注：每一列回归中均控制了城市控制变量 （人均ＧＤＰ）、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及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和行业×时间趋势固定效应）。小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级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

平为１０％、５％和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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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的两控区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
存在着执行偏差［３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为了争夺资源和减少财政收支缺口，会放松环境
规制程度，即存在政策非完全执行现象［８］［３４］。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更高，政
府官员会更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发展，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３５］。因此，过松的环境规制会造成
规制失灵，而过严的环境规制会损害企业经济效益。其次，政府和企业之间在最优减排技术选择和
事后监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管控措施之一是强制企业安装脱硫设施，而一方面
进口脱硫设施和现有燃煤资质大多不相符，在实际生产中常常不能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政府难以准
确鉴别和监测脱硫设施是否正常运行，使得大量设备闲置。同时，对于部分企业而言，使用低硫煤
或购入排污权是更加节省成本的减排方式。因此，１９９８年的两控区政策不仅未产生显著的环境红
利，还损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表４第５－８列考察了２００５年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转变后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效应。具体来看，相

对于非两控区而言，两控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之后降低了１４．９％，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也显著降低了１５．６％。结果表明，２００５年的官员绩效考
核体系调整激活了两控区政策的减排效应。首先，“十一五”规划将全国整体二氧化硫控制目标层
层分解落实到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两控区城市的平均目标减排率为１３．５５％，远高于非
两控区的４．０４％。其次，当环境绩效被引入到官员考核标准之后，若地方政府官员未实现二氧化
硫减排目标，会受到行政处罚甚至撤职，迫使地方政府不再 “唯ＧＤＰ论英雄”，而是开始重视经济
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最后，为了应对高目标和强压力，两控区城市的地方政府也付诸了更
多的实际行动。如图５所示，在官员考核体系调整之前，两控区城市的政府环境规制强度持续低于
非两控区，而在官员考核体系调整之后，两控区城市的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环境治理。因此，在官员
考核体系调整的大背景下，两控区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

图５　两控区与非两控区的环境规制强度

第７、８列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虽然并未对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却使得利
润总额显著下降了１０．８％。在经济总量上，首先，２００５年之后两控区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目标
ＧＤＰ增长率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城市内政府更倾向于环境保护而非经济增长［１１］。其次，
环境规制会带来 “产品创造”效应，清洁生产过程和产品能增强企业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经济发
展［２６］，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治关联也会缓解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３６］。
因此，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２００５年官员考核体系调整后，两控区政策对于制造业企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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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在经济质量方面，利润总额代表了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企业收益中最
主要和稳定的来源，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一方面，环境规制会促进制造业行业结构的清
洁化，污染行业的市场份额将逐渐减少［３０］；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同样会带来 “产品剔除”效应，
较高的减排成本压力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竞争力下降［２６］。和非两控区城市相比，两控区城市内污染
行业存在着更多企业退出［２９］。故政府 “威逼”减排本质上仍有损于企业经济质量，付出了较大的
减排经济代价。
双重差分估计的一致性需要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即在政策实施之前，两控区与非两控区内制造

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变化趋势相同。为了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同时分析两控区政策的动态效
应，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构建如下模型。

ｌｎＳｃｈｊｉｔ ＝β０＋∑τ≠２００４βτＴＣＺｈ×Ｄｙｅａｒτ＋ρＺｈｔ＋γＸｉｔ＋θｊｔ＋φｔ＋δｉ＋εｃｈｊｉｔ （６）

其中，Ｄｙｅａｒτ为年份虚拟变量，模型 （６）将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基准年份，βτ 代表了两控区
政策在不同年份的动态效应，若在政策实施前βτ并不显著，则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检验通过。如图６
所示，βτ的估计值在政策实施前和当年都并不显著，但在政策实施后显著为负，即平行趋势检验
通过。

图６　两控区政策平行趋势检验

除此之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为了排除２００７年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带来的混杂影

响，本文剔除了１１个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进行回归，如表５第１－４列所示，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可

靠。同时，本文还就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十五”规划中控制目标包括二氧化硫、

烟尘、工业粉尘、ＣＯＤ、氨氮和工业固体废物六种污染物，“十一五”规划中不仅将控制目标聚焦

于二氧化硫和ＣＯＤ两种污染物，还将减排目标自上而下层层分解至各省市地区。因此，理论上两

控区政策只会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影响，同时对烟粉尘、ＣＯＤ和氨氮排放可能存在一定的溢出作

用，但不会影响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故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更换为上述四类污染物。第５列结果

显示，两控区政策对于工业废水排放量并无显著影响，符合理论预期。第６－８列结果发现，相对

于非两控区，两控区内制造业企业的ＣＯＤ、氨氮和烟粉尘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分别显著降低了

１２．７％、１６．４％和１１．３％，表明在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调整之后，两控区内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问

题都得到了有效改善。因此，政府 “威逼”不仅需要全面均衡的考核系统以激励地方官员重视环保

问题，还需要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的管制目标，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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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控区政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变量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ＣＯＤ　 ｌｎＮＨ　 ｌｎＰｏ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剔除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 更换被解释变量

ＴＣＺｈ×Ｄ２００５ｔ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０４ －０．２２５＊＊ －０．０３７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６４３）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９４０） （０．０６７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７．０８８＊＊＊ ３．２５５＊＊＊ ３．６９２＊＊＊ －４．１９３＊＊ ７．９８６＊＊＊ ４．８３０＊＊＊ ２．５９７　 ７．４４５＊＊＊

（１．０７６） （１．０５１） （０．７８５） （２．０２０） （０．６０９） （０．９０８） （１．７９３） （０．８６７）

观测值 １７６３８９　 １６１９２０　 １６１９２０　 １２０５８２　 ２９０１７９　 ２６１２００　 １２３７６１　 ３２４６５８
Ｒ２　 ０．９３４　 ０．９４５　 ０．９４０　 ０．８３１　 ０．８６７　 ０．９０８　 ０．９１５　 ０．９２３

（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表６中给出了双重差分模型 （３）的回归结果，第１－４列结果表明，当控制住地区内其他环境

规制因素之后，２００７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使得试点地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
放量显著降低了１１％，同时并未对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产生影响。整体
而言，２００７年前后全国制造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了５．９６％，共计９７．１４万吨，其中７１．９８万
吨都来自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即市场 “利诱”型环境规制工具在中国已初见成效，能在不损害
企业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具有长期可持续性。除环境规制程度之外，市场化程度
也是影响排污权交易机制实施效应的重要因素。高度市场化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机制更加完善，信息
不对称问题造成的交易成本也相对较小，理论上交易效率更高。故本文以国民经济研究所历年公布
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Ｍａｒｋｅｔｃｔ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与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进行交乘，探究不同市
场化程度地区中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政策效应差异。第５列结果表明，位于高度市场化试点地区内的
企业在２００７年后减少了更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２００７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为例，浙江省 （市
场化指数最高，高达１０．９２）减少了１７．６％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而青海省 （市场化指数最低，仅为

３．５４）只减少了５．７％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左右，表明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
政策在高度市场化地区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效应，同时并未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

表６　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１１０＊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４０３） （０．１２６）

Ｍａｒｋｅｔｃｔ×ＥＴＳｃ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９３６ －０．００６５２ －０．００７３９
×Ｄ２００７ｔ （０．００６２１） （０．００５７８） （０．００４３７） （０．０１６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环境规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７．４７３＊＊＊ ３．３９２＊ ３．８９３＊＊＊ －４．１９４＊ ７．５１１＊＊＊ ３．４２２＊ ３．９１２＊＊＊ －４．１７０＊

（１．７０７） （１．７３９） （０．９８６） （２．３４４） （１．７１０） （１．７３１） （０．９９６） （２．３１８）

观测值 ２３１５１９　 ２０３３０２　 ２０３３０２　 １５６３６７　 ２３１５１９　 ２０３３０２　 ２０３３０２　 １５６３６７
Ｒ２　 ０．９４６　 ０．９５４　 ０．９４４　 ０．８３６　 ０．９４６　 ０．９５４　 ０．９４４　 ０．８３６

　　 注：本节回归中小括号内均为聚类到省份层级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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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稳健可靠，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在平行趋势检验部分同样利用事件分析法，以２００６年作为基准年份，估计结果如图７所示，βτ的
估计值在政策实施前均不显著，而在政策实施后显著为负。因此，试点地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
硫排放量降低并非由事前差异导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同时，随着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成
熟，该试点政策逐渐发挥出了更大的减排效应。在政策实施后第五年，该减排效应虽然依旧显著，
但在数值上却有所下降。由于２０１２年出台了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划》，规划范围
中的１９个重点防治区域里存在着天津、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武汉、湖南长株潭、重庆、山西
中北部和陕西关中这９个地区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重合，因此挤出了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部分
减排效应。

图７　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平行趋势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首先从企业存续时间出发，以样本企业的存续时间中位数５年作为划
分标准，将企业分为长期存续企业和短期存续企业两种类型，用虚拟变量Ｌｏｎｇｉ表示，并构建相应
三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７第１列所示，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于长期
存续企业的减排效应更强。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存续企业的减排效应比短期
存续企业要高出９．５％。究其原因，由于排污权交易市场上的储备排污权除了来自于企业通过工艺
更新、清洁生产和强化污染治理所得的富余排污权，还来自于收回依法取缔、关闭的污染单位的主
要污染物排放权利。因此，部分企业在面临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压力时，可能由于难以降低排污量到
年度许可标准，从而被依法取缔关闭，退出市场。而长期存续企业具备资本、资源和技术优势，在
高环境规制压力下的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既能作为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出售排污权的转
让方，又能作为购入剩余排污权的受让方，故降低了更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其次，由前文可知，在样本期内存在着诸多并行的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以２００２年的二氧

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代表，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该试点政策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在短期内无
法实现波特效应［１８］，但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不仅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
度［３７］，还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绿色生产技术进步，具有绿色发展效应［３８］。因此，本文剔除掉２００２年
的山东省、山西省、江苏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和柳州市等７个试点地区，第２列结果表明

２００２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对本文结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以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印
发的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为代表，各省市在 “十一五”规划中被分配了不同的减排目标，
可能会对企业的减排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 “十一五”规划中各省市的二氧化硫目标减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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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之中。如表７第３列所示，回归结果依旧显著为负，且在数值上保
持稳定，即有效排除了２００７年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的干扰。

表７　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变量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Ｗａｔｅｒ　 ｌｎＣＯＤ　 ｌｎＮ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存续时间
控制２００２年

试点政策

控制 “十一

五”规划
提前３年 提前２年 工业废水 ＣＯＤ 氨氮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０９５０＊

×Ｌｏｎｇｉ （０．０５４４）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６３０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９１０）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４ｔ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８７６）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５ｔ －０．００３１２
（０．０８８０）

Ｒｃ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环境规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７．４５９＊＊＊ ７．１０５＊＊＊ ７．７７４＊＊＊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７＊＊＊ ８．５６５＊＊＊ ４．９５５＊＊ ２．５９６

（１．７２４） （１．９５７） （１．４８７） （３．０１０） （３．０８２） （０．９６０） （２．１６７） （２．８００）

观测值 ２３１５１９　 １５３３３１　 ２３１５１９　 ８００９７　 ８００９７　 １０２４９２　 １０２４９２　 １０２４９２
Ｒ２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５　 ０．９４６　 ０．８８７　 ０．８８７　 ０．９０４　 ０．９４８　 ０．９２１

本文主要进行了两类安慰剂检验。首先是关于政策实施时间的随机性假设。本文限制样本期范
围为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将政策实施时间分别提前２年和３年进行回归，如第４、５列所示，回归结
果不再显著，说明试点地区内污染企业的二氧化硫减排的确来自于２００７年的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
而非其他环境政策或随机性因素所致。其次是关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
策的对象是二氧化硫，理论上只会对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影响，而不会影响工业废水、ＣＯＤ和氨
氮的排放量。故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上述三类污染物，如第６、７、８列所示，回归结果并不显
著，符合理论预期。

（三）两类政策的组合效应
前文发现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各有利弊，然而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优势互

补，产生叠加效应，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红利？不同地区内企业在面临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时的减
排方式又有何不同？本节从组合角度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
表８中第１列为模型 （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非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内，两控区与非两

控区内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并无显著差异；而在非两控区内，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内企业的二氧
化硫排放量显著高于非试点地区。同时实施两类政策虽然具有１７．４％的组合减排效应，但在统计
上并不显著。由于虚拟变量ＴＣＺｈ 并未考虑到非两控区内的环境规制因素，故以各地区的政府环境
规制程度ＥＲｈｔ作为广义上政府 “威逼”的代理变量，与ＥＴＳｃ进行交乘，观察每单位政府环境规制
程度变化带来的减排效应。第２列结果表明，在政府环境规制程度越严格的地区，政府 “威逼”和
市场 “利诱”越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合力。图８为两控区内历年环境规制程度变化趋势，可见二氧
化硫控制区内政府环境规制更为严格。具体而言，二氧化硫控制区内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约

２０％ （平均ＥＲ为３．１５％），而酸雨控制区内降幅仅为１５％ （平均ＥＲ为２．４１％）。同时，非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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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降幅约为１７％ （平均ＥＲ为２．７６％），表明不能忽视其他地区内的政府 “威逼”力量。

表８　两类政策的组合效应

变量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　 ｌｎＳ／Ｙ　 ｌｎＹ　 ｌｎＴ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ＣＺｈ×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１９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２８＊ －０．２８５＊＊＊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９２９）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０７２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６６　 ０．１４３＊

（０．０７４５）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７９９）

ＴＣＺｈ×ＥＴＳｃ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５８４ －０．２４２
（０．２６８）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４） （０．０７６７） （０．３７０）

ＴＣＺｈ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９６９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６５） （０．１１５）

ＥＲｈｔ×ＥＴＳｃ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２２２）

ＥＲｈｔ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２０３）

ＥＴＳｃ １．９５５＊＊＊ ０．７８１＊＊＊ １．９３０＊＊＊ ２．６０９＊＊＊ －０．５２６　 ２．１７５＊＊＊

（０．５８６） （０．２４７） （０．５６２） （０．５２７） （０．４８３） （０．８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６．９８５＊＊＊ ７．０４９＊＊＊ ７．０５３＊＊＊ ２．１３５＊＊ ４．６４２＊＊＊ －３．３３５＊＊＊

（０．９９１） （１．４２４）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８） （０．４４６） （１．１４５）

观测值 ３６２５０７　 ２３１５１９　 ３６２５０７　 ３３１９７４　 ３３１９７４　 ２４２３０３
Ｒ２ ０．９２６　 ０．９４６　 ０．９２６　 ０．９３７　 ０．９３６　 ０．８２４

　　 注：本节回归中小括号内均为聚类到城市层级的稳健标准误。

图８　两控区内历年环境规制程度变化

考虑到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时间因素之后，模型 （５）的回归结果如第３－６列所示，政策组

合地区内制造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在２００７年后降低了１９．７％，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然而，在非两控区内，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无显著作用，即市场型工具在中国仍需要严格的环境

规制提供制度保障。由第４列结果可知，政策组合地区中１９．７％的减排效应，１２．９％都来自于企

业技术改进，占比达６５％。但与此同时，第５、６列结果显示，排污权交易制度尚未弥补两控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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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经济总量和质量上的负面影响，政策组合地区内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在２００７年之后降低

了６．２８％，利润总额甚至降幅高达２８．５％。然而，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于企业经济质量的正面影响

也不容忽视。第６列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非两控区内产生了１４．３％的经济质量红利，企

业利润总额得到了显著提升。总体而言，在两控区内严格的环境规制压力之下，排污权交易政策虽

然产生了一定的环境红利，但并未发挥创新补偿效应，因此短期内还未带来经济红利。但在环境规

制较为松懈的非两控区内，排污权交易制度能显著改善企业的经济质量。

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造成了能源禀赋差异，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管控措施也有所不同，因此企

业的减排机制并不一致。表９中分别给出了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企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治理的影

响。一方面从能源消耗角度来看，结合第１、５列可知，若单独实施两控区政策，制造业企业的燃

料煤消耗量显著降低约１４％，而政策组合地区内企业的燃料煤消耗量在２００７年之后也降低了

１０．１％。第２、６列结果表明，两类政策组合有助于推动能源清洁化转变，企业所使用的燃料煤中

平均硫份降低了近４０％。因此，两类环境规制政策组合能促进企业提升前端治理技术，通过降低

污染能源消耗量和使用清洁能源等方式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从污染治理角度来

看，第３、７列表明在非两控区中，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内企业的废气治理设施数显著低于非试点

地区，因为企业能从交易市场中购入额外排污权以满足排污限额，无需购置更多治污设施来降低排

污量。第４、８列结果显示，在单独实施两控区政策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地区，企业的废气治理设

施处理能力显著较高，而在政策组合地区内企业的治污能力却显著较低。由于政策组合地区内一方

面采取了强制性限产关停措施，另一方面建立了灵活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因此企业大多选择源头治

理中的低成本减排方式，或是选择购入排污权这一类对于产出有利的排污方式，并未提升自身的末

端治理技术。

表９　减排方式分析

变量
ｌｎＣ＿ｆｕｅｌ　Ｃ＿ｆｕｅｌ＿ｓ　 ｌｎＥｑｕ　 ｌｎＥｑｕ＿ａｂｉ　ｌｎＣ＿ｆｕｅｌ　Ｃ＿ｆｕｅｌ＿ｓ　 ｌｎＥｑｕ　 ｌｎＥｑｕ＿ａｂ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ＣＺｈ×ＥＴＳｃ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９００
×Ｄ２００７ｔ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９７６）

ＥＴＳｃ×Ｄ２００７ｔ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０５８０　 ０．００６６９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６３９）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８７４）

ＴＣＺｈ×ＥＴＳｃ ０．０４７５ －０．３６０＊＊＊ －０．０２０１ －１．３７４＊＊＊ ０．０７１９ －０．３９７＊＊＊ －０．０１６８ －１．３４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４５） （０．０７９８） （０．４６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７７１） （０．４７０）

ＴＣＺｈ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１４４　 ０．９７６＊＊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１３９　 ０．９７８＊＊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３８６） （０．４６４） （０．０６９４）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３８５） （０．４６１）

ＥＴＳｃ －０．３３１　 ０．２００ －１．０２７＊＊＊ １．２０１＊＊ －０．３４８　 ０．２２６ －１．０２７＊＊＊ １．１７６＊

（０．２２４） （０．１４８） （０．２５０） （０．６０５） （０．２２６） （０．１４９） （０．２４７） （０．６１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５．６４４＊＊＊ １．３６２　 ０．２９４　 ７．３５０＊＊＊ ５．６８８＊＊＊ １．２８０　 ０．３０１　 ７．４２８＊＊＊

（０．５４２） （０．８４２） （０．３３１） （１．５７０） （０．５３３） （０．８３３） （０．３２９） （１．５６１）

观测值 ２６３２８５　 １５３７３２　 ２５０９６６　 ２０５１５４　 ２６３２８５　 １５３７３２　 ２５０９６６　 ２０５１５４
Ｒ２　 ０．８８１　 ０．７８６　 ０．８３４　 ０．７５１　 ０．８８１　 ０．７８６　 ０．８３４　 ０．７５１

　　注：由于样本限制，燃料煤消耗量 （吨）（Ｃ＿ｆｕｅｌ）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燃料煤平均硫份 （％）（Ｃ＿ｆｕｅｌ

＿ｓ）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废气治理设施数 （套） （Ｅｑｕ）的样本期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标立方米／时）（Ｅｑｕ＿ａｂｉ）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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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
时，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的匹配
数据库，一方面比较了政府 “威逼型”两控区政策和市场 “利诱型”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净
效应和组合效应，以厘清中国高污染企业的真正减排诱因；另一方面分析了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于
制造业企业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探寻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环境治理路径。
本文研究表明： （１）１９９８年的两控区政策在整体上不仅未能产生显著的二氧化硫减排效应，

还使得区内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显著降低了７．２５％。即一味地通过政府 “威逼”并不能有效
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一刀切”特征甚至使得企业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２）自２００５年将目标污
染物控制情况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后，两控区政策产生了１４．９％的减排效应，虽然对企业工业
总产值并未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但企业利润总额却下降了１０．８％。即政绩考核导向转变之后，地
方政府官员更加重视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但政府 “威逼”依旧有损于企业经济质量。（３）２００７年
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仅产生了１１％的环境红利，且并未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
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即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市场
“利诱型”工具方兴未艾，随着环境规制的日趋严格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完善，在未来能发挥出巨
大的环境与经济红利。（４）若同时考虑两控区政策和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发现，政府行
政管制带来的威慑效应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有效实施的制度保障。虽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工具尚未能弥补政府威逼型工具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在减排方面能为其锦上添花，形成更大的减排
合力。（５）从环境治理技术角度来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污染能源消耗量和推动燃
料煤低硫化转型，但并未刺激企业通过购置治污设施和提高治污能力等末端治理渠道进行减排。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古语云：“强压之

下，必有秩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更好地治理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应实施严格但适度
的环境规制，充分发挥好政府行政管制的作用，为市场型工具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应坚持市场化
改革，不断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设，降低企业参与交易的各项成本，以吸引更多企业自发参与
市场交易。最后，应加强环境政策的差异性和针对性，根据不同地区的污染程度、市场化程度、执
法力度、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等因素，找准最佳结合点，制定具有不同特色的环境政策组合。一言
蔽之，中国制造业的减排之路依旧道阻且长，为了保持减排效应的可持续性，需要有机结合各类环
境规制工具，使得中国的环境治理更加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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